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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华传统司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在刑事司法领域形

成了稳定的治理范式。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主要解决治国、治民和治吏的问

题，三者也构成了刑事司法治理的对象和场域。中国古代在治理国家上注重中

央集权的司法控制，在治理民众上体现刑教兼施的司法目的，在治理官吏上设

定了严明矜谨的司法职责。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形成了独特的方略，在“治

道”层面展现出司法内核的伦理化取向，在“治制”层面反映了司法权力的层

级化配置，在“治术”层面则追求司法技艺的差异化调适。积淀千年的司法制

度资源在治理层面展现出强大的回应与调和能力。当下的中国应当重视刑罚

宽严在社会治理中的调节作用，充分借助司法对犯罪人及公众进行矫治和法治

教育，并且形塑刑事司法的多元共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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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现代司法治理的发展也植根于传统法制土壤的文明更新。积淀千年的司法制度资

源在治理层面展现出强大的回应与调和能力，既有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律典规章、追求公

平公正的程序设置，也有统一司法权归属、关注司法话语传播和主体能动性的大国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

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

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是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念，彰

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亟待充分地传承和发扬。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

次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实际上，中国当下的法治理念和实践一定程

度上是中华传统治理思想的延续与传承，法治模式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内

核。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渊源，是“法治话语权”的文化

底蕴。当代中国应当对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司法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

适配新时代的治理需求。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释，中国已发展出独特的刑

事司法治理范式。此种治理范式是形成于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之上，服务于“大一统”国

家治理实践的刑事司法治理内生逻辑。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的逻辑和观念

仍然对当下的司法治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塑造或蕴育着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

二、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治理的对象与场域

刑事司法治理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将刑事司法作为治理的对象，即聚

焦于如何解决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问题，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效率等价值的实

现；第二层含义是将刑事司法作为治理的手段，即国家通过刑事司法积极实现政策目标，

增进平等、自由、安全、富裕等一系列社会福祉。本文聚焦西周至清末改制这段历史时期，

在上述第二个层面的含义上探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治理中的“用法之道”。

（一）治国：中央集权的司法控制

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刑事司法尺度的宽严与国家命运发生关联。在古代，刑罚被视

作不祥的“凶器”②，动用刑罚可能招致反噬，不当的刑罚有损国家气数。正所谓“人君

为治，真诚知狱之为重，则必调和均齐”③。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关系民心

① 参见习近平：《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020 年 11 月 16 日），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90 页。

②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997 页。

③ 【明】邱濬：《大学衍义补》，蓝田玉、王家忠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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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背、国运兴衰，并时常警醒各级官吏慎狱恤刑。④ 这些关于刑罚事关天命的认识，不仅

形塑了中国古代延绵千年的慎刑观念，还为刑罚与治国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纽带。

“治理”语境下的“治”并非像“统治”那样是一种客观描述性词汇，指代对国家

事务的管理，而是带有价值判断。⑤“治”与“乱”相对，只有将国家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

方能称之为“治”；只有国家安定昌盛，才能称得上“至治”。早在西周时期，时人就将国

家的治乱同刑事司法的宽严联系起来。《尚书·吕刑》有言：“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

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里的“世轻世重”指的是政治的盛衰与治乱形势，从各个

朝代的立法实践来看，刑律数量和严厉程度与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成正比。⑥“世轻世重”

的思想发展出了“三国三典”原则，即《周礼·秋官·司寇》所载的“刑新国用轻典，刑

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无论是轻典、中典还是重典的适用，目的都是使国家恢复或

维系“治”的状态。这一思想直至明清时期仍然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明大

诰》在序言开篇中有言：“朕闻曩古历代君臣，当天下之大任，闵生民之涂炭，立纲陈纪，

昭示天下，为民造福。”⑦ 这就是明代统治者对历代运用刑事司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

国家治理的重点在于社会治安的维系，这就需要司法系统对盗贼等各类犯罪进行

严厉打击。传统中国的治安防控体系包括编户齐民、缉拿盗贼、关津管理、火政消防等具

体事项，其中缉拿贼盗、惩治盗窃对治国安民尤为重要。⑧ 战国时期的李悝认为：“王者

之政，莫急于盗贼。”⑨ 清代的官箴中也能见到类似的提示：“居官守在安民，安民必先弭

盗。”⑩ 刑罚是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和秩序而对人身或财产采取的暴力、强制手段。

严苛的刑罚成为帝王整顿吏治、维护统治的惯常方式。从刑事立法思路上看，通过变更

罪名的构罪认定方式扩大或限缩可能的入罪人数，能够有效地惩治罪行、维护统治，形成

独特的刑罚威慑力。以“盗”罪为例，律令对构罪的认定随着整治的迫切与否而有所不

同。贼盗猖獗时期，构罪评价会进入单纯强调主观动机而忽略犯罪客观方面的极端阶段，

刑罚也弱化对预谋与实行的区分。如晋代为整治盗罪、维护社会秩序，将预谋共犯视同

实行者施以处罚，并细分出分赃、买赃、窝赃罪，在预谋及实行性质一致的情况下，把参与

行动与受分赃物同等对待，并在追赃上强令加倍征还。⑪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盗罪的整

治不单是维护社会稳定之举，也是在立法层面高度重视统治阶级财产权的体现。

自秦朝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得到了确

立。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法制在国家范围内实现统一，统治者可以运用司法工具

对国家进行治理。司法活动汇聚了社会中的各类纠纷矛盾，也集中反映了从基层到中央

④ 参见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25-130 页。

⑤ 参见卜宪群：《中国古代“治理”探义》，载《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81-86 页。

⑥ 参见梁凤荣：《〈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载《法学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68-169 页。

⑦ 参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6 页。

⑧ 参见黄文艺、邱滨泽：《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载《中外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33 页。

⑨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刑法志》，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22 页。

⑩ 【清】田文镜：《州县事宜》，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 3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版，第 670 页。

⑪ 参见钱大群：《中国法律史论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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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层面的国家社会治理难点。及时、准确掌握司法案件及裁判信息，不仅可以为一国

之治提供决策的依据，还可以此监察官吏的清正廉明。

（二）治民：刑教兼施的司法手段

中华优秀传统司法具有德刑并举、礼法合治的显著特征。对于统治者而言，治国安

民有两个法律工具：一是借助刑罚的儆戒，二是注重礼教的教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

响、互为补充。由此，中国古代刑事司法的治民呈现出两个向度的特征：一方面通过“治

罪”规训罪犯，用刑罚震慑和惩治逾矩之人；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刑事司法除了去奸禁

暴，使民安其生之外，还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职能，配合“德治”的要求。刑事司法不仅要

使国民知法畏法，进而尊法守法，还要用刑律教喻民众，塑造和维系道德秩序，达到“刑

措不用”的最终目的。

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治理主张“德主刑辅”，到了宋代“明刑弼教”的观念被重新解

释，提升了刑和法律在治理中的地位。传统中国刑事司法对民众的治理追求“寓教于

刑”，刑事司法应当向民众传达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价值观和道德纽带，使统治者对幅员

辽阔的国家进行治理时，思想政策可以深入基层、直达人心。传统刑事司法中呈现出“情

理法”的平衡统一，兼顾和调和了央地关系和公私主体之间的利益，造就了中国古代的

超稳定秩序。⑫

中国传统刑事司法的目的除了惩治和威慑犯罪、运用强制力规范和约束民众行为之

外，还带有引导民众向善的目的。汉代董仲舒提倡“春秋决狱”，引用儒家经典裁断案件，

作为解释和适用法律的直接依据，借用儒家经义对相对僵化的律法进行通权达变。“春

秋决狱”为汉武帝及后世帝王所倡导，其背后也是出于治理的考量。按照董仲舒的话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⑬。在具体案件的鞫谳中，“春秋决狱”要求

裁判者“原心定罪”，着重考虑受审者主观动机的善恶和道德品性优劣，维护社会家庭伦

理关系，主张刑罚的宽宥和“慎刑”“中罚”。⑭

教民牧民是地方官吏的基本职责，这也延伸到了刑事司法活动当中，有的官吏还会

因为教化不力而反躬自省。⑮ 所谓教化，就是通过教育、感化等方式，促使当事人思过悔

悟，推动纠纷的实质化解决，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达致服判息讼的效果。中国古代判决

形式上要求“援法断罪”，但是在实质上追求“情法两尽”。因此，刑罚不是最终目的，

教化才是终极的愿景。古代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除了定罪科刑之外，还会当堂对人犯及民

众展开训诫和劝教，动之以情、晓以大义，而这些说教劝谕也会载入判词之中。从唐代留

存的判词中可以看出，与现今的裁判文书相比，制判者可以不直接援引律令条文作为裁

⑫ 参见陈亚飞：《法律的教化性——从“法律信仰”论说开去》，载《法学》2023 年第 7 期，第 22 页。

⑬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904 页。

⑭ 参见高汉成：《“经义原则”还是“权变思维”：董仲舒春秋决狱司法功能重述》，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9 期，186-
187 页。

⑮ 参见【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吴祐传，李贤等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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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根据，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也相当简略，取而代之的是将大量的道德话语纳入判词中。

不过，制判者虽然不大量引用法律条文，但是用道德论证与说教将立法的意图及其所蕴

含的礼法、情理根据进行阐释；如果出现无法可依或法难尽情的情况，制判者往往还会从

经义、情理中寻觅可资依凭的道德论据进行法律的“续造”。⑯ 对于官员而言，宣判就是

教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化的上佳时机。这些判词中，官员们的严词申饬和谆谆善诱随

处可见，大多是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长幼有序等家庭及社会基本伦理的解

释和倡导。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有意将判词公之于众。譬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

所辑录判词中常有“备榜市曹”之语，⑰ 这在事关风俗教化的案件中尤为常见。

由于从审理、判决直至执行的整个刑事司法过程都是“治民”的教化行动，科刑和

行刑通常也予以公开，以使教化的效果最大化。《礼记》有言：“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古代在执行死刑时形成了“弃市”制度，即选择在闹市中执行死刑，以便民众围观，与公

众共同厌之弃之，达到震慑和教育的作用。这样的制度也为后世所沿袭，一般除了上层

人士外的死囚一律公开行刑。古代的公堂审案，民众可以在空旷场地观审，官员通过坐

堂审案这一“戏剧化”活动，规训所辖百姓，借此实现刑事司法由“广场化”向“剧场化”

的演变。⑱ 发生在中国古代公堂之上的审判，扮演着社会表演的功能，在这一“剧场”上

演的“剧目”中，角色、场景、道具和仪式，无一不对外传递出特有的教化意涵。

中国古代府衙之中的符号元素，诸如建筑、图像、服饰、器具等，皆带有教化、治民的

目的。例如公堂上木刻的楹联，多为警示和劝诫官员或民众之言。大堂的门楣上悬挂的

匾额书写着“亲民堂”“牧爱堂”“节爱堂”等名称，表达了以“仁爱”治民的理念。⑲

而堂上的仪仗、刑具等器具，神兽等图像，“升堂鼓”“喝堂威”等开庭仪式，则散发出威

严的气氛，令人生畏。置身于公堂的受审者及广大民众，体会到的是“爱”与“威”的

双重感受，从中反映出了古代“恩威并举”的治理策略以及“刑教兼施”的司法目的。

（三）治吏：严明矜谨的司法职责

中国古代地方官吏在职权配置上形成了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地方官既是行政长

官，掌管辖区内一应行政事务，又是坐堂审案的司法官。而在地方官员户籍、赋税、治安、

教育等一干职能当中，审判案件是一项核心工作。比起田土、户婚、继承等在现今被视为

民事纠纷的词讼，地方官员尤为重视现在被归入刑事诉讼的贼盗、斗讼等典狱事务。历

代统治者也对治狱非常关切，宋太宗就曾指出，“庶政之中，狱讼为切”⑳。南宋《棠阴比

事》中亦有言：“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国祚修短系焉，比他职掌尤当谨

⑯ 参见李德嘉：《传统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发现与道德话语——以唐代判词为中心的考察》，载《学习与探索》202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⑰ 参见赵晓耕：《传统法文化中的判词》，载《中国应用法学》2025 年第 1 期，第 23 页。

⑱ 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载《政法论坛》1999 年第 3 期，第 12 页。

⑲ 参见徐忠明：《建筑与仪式：明清司法理念的另一种表达》，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

献研究》（第 1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版，第 358、384 页。

⑳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 册，第 8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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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㉑ 诚如瞿同祖所述，清代只有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即负责实际事务的

“治事之官”，而他们的上级都不过是监督官，即负责监督官员的“治官之官”。㉒ 上述这

些官员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司法。因此，地方官员的行动也在刑事司法治理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审理和裁断案件是地方官员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责。国家对官僚系统进行治理时，

重点之一就是敦促和保证官员公正断案。国家一方面要求官员熟记和学习法律规定，另

一方面培养和训练审理案件的技巧方法。唐代的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了明法科，对在

学馆学习律学的生徒等人员进行选拔。早期明法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为律、令、策内容，

之后增加了帖经考试，意在加强考生或者说是未来的官吏对基本法律条文规定的熟稔程

度。㉓ 此后朝代的科考当中，与司法相关的试题也是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从宋代明法

科考试的内容来看，“明法科愿对大义者，并立甲乙罪犯，引律令断罪。每道所断与律令

相合，文理可采者为通”㉔。王安石变法后，神宗时期设立了新明法科，考试内容主要是律

令、刑统大义、断案。这一改革转变了经义治国的策略，从实用主义、经世致用出发，考试

内容更重视实际的断案能力。除此之外，宋朝还重视拟任或在任官员法律素养的提升。

现任官员、候补官员等人员，每年可向尚书省吏部申请参加刑法考试，优秀者可以安排到

司法等部门任职。此外，一些官员任职期满后，须返回开封进行考试，如不合格将受到处

罚。㉕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朝廷通过刑事司法知识和能力的考核，对官员进行控

制和管理。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对职掌刑事司法的官吏也设置了诸多严苛的行为限制，防止司法

权的滥用。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将断罪不如法、出入人罪、受赇枉法、请托枉法、挟仇枉法、

滥用酷刑、淹禁稽迟等行为纳入规范范畴，课以刑罚等严格的处罚。㉖ 除了正式法律施

加的约束之外，国家还对承担司法职能的官吏在道德品质上提出了诸多要求。在这些品

格的养成中，儒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㉗ 随着司

法的儒家化，“仁恕之道”成为司法官吏修身正心的追求，“哀矜折狱”也成为古代处

理刑事案件的官员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哀矜折狱”要求听讼者怀揣“恻隐之心”，在

定罪量刑时施予同情和怜悯。

从政居官者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在古代官箴文化中亦可一览无

余。这些官箴的柔性引导与律法的刚性约束，共同塑造着司法官吏的人格和素养，进而

准确传达和展现国家施政方针，使刑事司法的治理功能发挥更大功效。中国古代官箴采

劝诫文体的准则和名言，反映了为时代和社会所倡导的“为官之道”，而汇编而成的官箴

㉑ 【宋】桂万荣：《棠阴比事》，朱道初译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0 页。

㉒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30 页。

㉓ 参见《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45 页。

㉔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八，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4275 页。

㉕ 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三之一一，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4473 页。

㉖ 参见张晋藩：《综论中国古代司法渎职问题》，载《现代法学》2012 年第 1 期，第 3 页。

㉗ 《论语·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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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被历代官方奉为“治道”之圭臬。㉘ 中国古代官箴中，“清慎勤”三字官箴流传最广，

简明精要，为历代统治者所倡导。在刑事司法领域，“清慎勤”同样也是官吏所应当具

备的素养。

所谓的“清”主要指的是廉洁，此外还有“清明”之意涵，代表了正直、公平。具体

到刑事司法领域，就是要求官员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慎”在刑

事司法中则集中反映在慎刑观上。慎刑观要求司法官吏慎刑恤民，哀敬怜悯，心存“好

生之德”，谨慎用刑。这些要求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化重为轻、疑罪从轻以及设立严格的

程序进行制约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秋审制度、刑忌制度、复核制度、赦宥制度等，

都被认为与慎刑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慎”还要求司法官吏在个案中谨慎裁断，诚求

反复，周密考量案件的后果和影响。“勤”在刑事司法中则具体表现为司法应当讲究效

率，在审理案件时官员应当勤勉，不可使案件久拖不决。由于古代地方官事务繁重，在司

法事务上因怠于行事导致淹滞的情况时有发生。古代良吏对案件积压的弊病深有感触：

“旧案未结，新案复来，愈积愈多，小民受累，一讼之累，动辄破家，轻则激而上控，甚则酿

成命案，其害不可胜言。”㉙ 对于示期常改、审案不结、判稿迟留、批词濡滞等现象的危害，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学说治赘》的多个篇章中有着全面且深刻的论述。㉚

三、中国传统刑事司法的治理方略

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活动中的积极因素，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效用，蕴含着强大

的司法智慧和文化生命力，是当今刑事司法治理的深层文化根脉。本文选取“治道、治

制、治术”的分析框架，㉛ 挖掘和提炼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的范式 ㉜。其中，“治道”指

的是为治之道、为治之理或者为治之体，即治理的理念、价值、目的；治制则是实现治理的

体制机制；治术又称为治具、治法，是治理的技艺和方术。

（一）治道：司法内核的伦理化取向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在构造政治秩序的体系意识和理论的过程中，围绕治理提出的诸

多概念，形成了观念范畴体系。㉝“道”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

“治道”和“治术”之间也是一种体用关系。“治道”有着多重内涵，既包含针对现实具

体事务采取的合理途径方式和策略，也包含为政之道，即圣王所代表的在抽象层面完备

㉘ 参见龚汝富：《略论中国古代官箴的政治智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第 150 页。

㉙ 【清】徐松：《牧令书二十三卷》，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 7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版，第

389 页。

㉚ 参见【清】汪辉祖：《佐治学治解读》，孙之卓编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9-150、112 页。

㉛ 参见蔡维力：《治道 治制 治术——严复译〈法意〉之思想探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108 页。

㉜ 治理范式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背景下，关于如何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系统性理念、技术方法和实践

框架。

㉝ 参见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6 页。



中国刑事司法治理的传统范式及其现代意蕴 

31

和理想的治世原理。㉞“治道”在形而上层面主要包括天命观、人道观等方面，在形而下

层面则有秩序观、人伦观、教化观等。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治道”在形而上层面主要

集中在天命观和慎刑观上，在形而下层面则集中反映在礼法关系上，而礼与刑的关系是

天命观和慎刑观在治国方略上的体现和反映。

在形而上层面，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之“道”秉持的是天命观影响下的慎刑观。

这些观念也反映了儒家“仁”的精神内核，是儒家道德伦理观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在思

想层面，早在西周，统治者就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刑事法律思想。随后在儒

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法系崇尚人文精神、注重以人为本、倡导社会和谐的内核逐渐得到

形塑。古代的礼法传统追求刑罚宽平，因为礼才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而刑罚作

为“凶器”，仅在失序的情况下介入。值得一提的是，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不仅

约束百姓，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各级官吏乃至封建君主本人的作用，尤其是演化

出“敬天保民”的权力观念，可以对权力的使用施加道德和内心约束。

在慎刑观念中，刑罚得当与否始终是衡量国家是否治理良善的重要指标。《国语 · 晋
语三》有言“失刑乱政，不威。”可见，刑罚失当意味着政事失序，刑罚不中、司法不公是

“乱世”的表现。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基础的“德政”或“仁政”，要求为政者遵礼循法、

德以化民、中刑中罚，反对不教而诛。刑罚被认为是大不祥的大阴之物，滥用刑罚必然伤

及国本，动摇统治。《黄帝四经》就指出了刑罚不当对国家的危害，“大杀服民，憀（戮）

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㉟。与法相对应的德相反属于阳，所以法德并举、德主

刑辅就成为古代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因此，刑罚运用的多寡、宽严和曲直都是国家治

理水平的评价标准。

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与有序治理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司法不公正是“乱”之祸源。在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当中，这种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通过“天命观”联系在一起。墨子提

醒统治者“杀不辜者，得不祥焉”㊱，并且将此种后果进行了具象化的描述，“天子赏罚

不当，听狱不中，天下疾病祸福，霜露不时”㊲。后晋的统治者对国家治理与刑事司法的关

系进行了较完整的阐释：“刑狱之难，古今所重，但关人命，实动天心，或有冤魂，则伤和

气。”㊳ 虽然二者的关系看似多与“上干天和”等超自然力量有关，但实质上的直接原因

却是社会失序与民心背离。

古人认为“法乃公器”，一方面法律带有工具属性，另一方面法又是“天下之法”。

唐太宗李世民指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㊴ 即便皇帝在运用法律进行治理

时亦受到更高原则的约束，不可公为私用。法律中的刑罚作为禁暴厘乱的工具又是一种

㉞ 参见方朝晖：《治道：概念·意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年版，第 21-36 页。

㉟ 《黄帝四经·经法·亡论》。

㊱ 《墨子·法仪》卷一。

㊲ 《墨子·天志》卷七。

㊳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第二册）卷一一四，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66 页。

㊴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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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器”。为此古代司法人员发展出了“祥刑”的理念，提出了敬刑、中刑、恤刑与无刑的

用刑之道。㊵ 古代的“慎刑恤罚”“明德慎罚”思想是中华法系司法文明的集中体现，

这些原则要求执政者动用刑罚应当审慎克制，不得失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

所不尚。”㊶ 在传统法律思想中，刑罚应当是治国治世的“下策”，执政者应当更多地运用

道德教化而非刑罚，方能称得上善治。即使运用刑罚，其最终追求也应当是“刑措不用”

的境界，这与“无讼”“狱空”思想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的终极目的是“狱空”和“刑措”。狱空一般指的是某个地

域范围内没有刑事案件发生，而刑措则是更高的追求，意为全国范围内犯罪得到良好治

理，刑罚设而不用。㊷ 在控制和治理犯罪问题上，法家思想提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㊸；

“以刑去刑，国治”㊹。崇尚“无为而治”的道家主张“法省不烦，教化如神，法宽刑缓，囹

圄空虚，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此圣人之恩也”㊺。而儒家思想则倡导“仁政”“慎刑”，描绘

了出路无拾遗、囹圄空虚的愿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统治者对刑措治世十分向往。在

宋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向上奏报狱空，形成一种风气。

在形而下层面，中国古代刑事司法的“治道”是“德主刑辅”，解决的是礼与刑的关

系。之所以强调礼的作用，也是基于前述天命观和慎刑观的影响。在传统的礼刑关系上，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倡导的“重德慎刑”“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观念奠定

了德刑关系的基调，强调德优先于刑，即“先教后刑”。故而，法相较于礼处于辅助地位，

仅发挥次要作用。《唐律疏议》对此有经典的表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㊻ 可见道德教育才是

施政的根本，刑罚也是为了实现善教化民的目的。直到宋代以前，上述对礼刑关系的认

识都被统治者所接受，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至南宋时期，朱熹对“明刑弼教”思

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刑罚与教化之间的关系得到新的发展。“明刑弼教”出自《尚书·大

禹谟》中“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

哉”㊼ 的说法。朱熹在其学说中提高了刑罚或曰法律的地位，强调刑罚的不可或缺性，提

出刑罚和教化具有相似的地位和相同的目的，二者没有必然的优先次序，在治理中是表

里关系。㊽ 具体在施行时，教与刑需要根据情况“或先或后或缓或急”㊾。到了明代，在

“重典治国”的思想和策略下，朱元璋选择了“明刑弼教”作为刑事司法的宗旨进行阐发。

㊵ 参见吕丽：《善刑与善用刑：传统中国的祥刑追求》，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162 页。

㊶ 【清】永瑢、纪昀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 册），载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21 页。

㊷ 参见王忠灿：《“狱”、“狱空”和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0 页。

㊸ 《商君书·靳令》。

㊹ 《商君书·去强》。

㊺ 《通玄真经》。

㊻ 参见【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 页。

㊼ 【唐】孔颖达：《尚书注疏》卷三，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4 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82 页。

㊽ 参见陈应琴：《“明刑弼教”思想的渊源、发展及其运用》，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第

19 页。

㊾ 【宋】朱熹：《晦菴集》卷十四，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3 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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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刑教兼施、法德并举，都是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道理，构成了“治道”

的主旋律。

礼法交织是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礼法关系经历了礼刑并

用、礼刑互斥、礼法合一、隆礼重法这四个历史阶段，“出礼入刑”法律传统最终得以形

成、发展并巩固。■ 回顾法律演变的历程，早期国家起源时的礼刑关系基本奠定了我国古

代律令的伦理法特征，依托法律的外壳维护着传统宗法关系。■ 法律的文本和实践中的

“父母官诉讼”模式均投射了古代礼法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法是外部之治、礼是内向之治，前者具有普遍的、高度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后者属于社会层面抽象的自治规范。礼是法的指导与渊源，任何法律制度都要以礼的精

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律化；而且，在法律还未全面覆盖的阶段，礼间接地充当了法

的规范作用。自汉代唯儒独尊后，运用道德教化和宗法伦理来解释律令和解决纠纷的做

法越发普遍，这些传统逐渐成为司法原则性内容，融入司法程序，演化出“八议”“官当”

等司法特例和“亲亲得相隐匿”等程序原则。

（二）治制：司法权力的层级化配置

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刑事司法体制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司法系统

实现中央，特别是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一统且疆域辽阔的国

家，司法权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落实必然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考察中国古代中央集权

时期中央司法权的高度把控是如何实现的，以及采取了哪些方式调动地方积极性，保障

司法权的统一性。

中国古代司法权的运行呈现出显著的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特征。为了加强对

“官”“民”的双重控制，中国古代皇帝大多选择紧握最高司法权，威柄决不下移。■ 特别

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为了贯彻慎刑观，本着“敬天保民”的考量，中国古代建立了死刑

复核制度，对下级官员的死刑裁判进行严格的程序控制。以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发展最为

成熟的清代为例，皇帝秉持“生杀之权断不下移”■ 的观念，通过秋审等制度彰显恩德与

威严。中国古代刑罚宽严与否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宽缓的刑罚是执政者的施与和恩赐。

在清代的秋审制度中，死刑监候的最终决定权由“奉天承运”的皇帝掌握，皇帝根据案

情的奏报决定是否将犯人勾决。对于案件属于情实、缓决还是其他类型，中央和皇帝握

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秋审机制要求地方官员严格依律断案，而由中央官员进行“衡

情”，在后一阶段中刑部官员可以考虑诸多法外因素。因此，皇帝一再强调下级官吏严格

依法办事，就如雍正皇帝所言，“大臣惟有按律定拟，以待朕之酌量”■。清代皇帝多次对

■ 参见何勤华：《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载《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8 期。

■ 参见朱晓红：《礼与刑：〈尚书〉的法思想解读》，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 林乾：《传统中国的权与法》，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1 页。

■ 《清会典事例》卷八四七，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198 页。

■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四，雍正五年三月甲辰，第 8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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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官员在断案时过于宽纵而大为光火，背后的逻辑就是“恩出自上”的权力原则。■

除了在死刑案件中通过秋审的“勾到”直接决定案件审理结果之外，皇帝也通过中

央司法机构对刑事案件进行控制。在组织层面，清代中央司法机关主要由“三法司”组

成。刑部是“刑名汇总”，审判职能最重，外审刑事案件统一由刑部复核；都察院号称风

宪衙门，除了监察职能外，也有部分审判和司法行政职能，主要是在死刑案件中与其他机

关共同决定；大理寺是纯粹的审判机关，掌平天下之刑名，也有部分司法行政职能。■ 对

于死刑案件，三司会审以定谳。三法司的设置一方面有分权之意，防止中央司法权过于

集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相互制衡，防止营私舞弊，便于皇权对司法的控制。

此外，皇帝或者中央在对地方进行治理时还会派出“代理人”，成为介入地方司法系

统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治理官吏的同时平解冤抑，对地方进行社会治理。例如，宋代监司

不治狱，无刑狱机构，仅负责审查地方案件、平反冤案、监督地方官吏，使之依法审判。在

治理社会问题时，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也需要通过一般的行政系统以及特殊的司法系统

传递到地方执行。地方的回应和行动是司法权运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刑事司法治理的重

心。中国古代在大一统时期，司法权高度统一，各地方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追求稳定、可

预测和高效。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渠道十分发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

何动员。在司法系统中，常规的案件处理机制足以应对大多数情况，但是面对“非常”

状态中的案件时，比如朝廷高度关注、突发重大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等，就需要动用另

一套机制，即运动型司法治理。运动型治理就是打破科层制的边界，广泛动员部门间的

力量，集中整合资源，以达到快速纠偏、规范的目的。在刑事司法中，运动型治理通常表

现为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调集资源获取线索抓获大量犯罪嫌疑人，并对犯罪者从重、从

快惩处。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压制社会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与自上而下相比，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要困难得多，故而治国者除了要考虑“上令

下达”问题之外，还需要解决“下情上达”的问题。中央掌握地方的情况，尤其是了解

包含下级官员履职情况、各地社会矛盾问题的案件信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仍以清代为例，在司法系统内，“审转”与“上控”是案件通往上级的渠道。“审转”是

国家依职权启动的，是获取案件信息的常规机制，中央通过这一制度纠察错判，发现下级

官员偏私枉法的线索，并进行惩处。通过上级机构的驳异，下级官吏能够对国家的方针

和指令更为了解，司法系统也运用程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统一法律和政策的适用。“上

控”是当事人自行发起的，中央希冀体制外的因素可以将重要信息，特别是基层丰富的

社会信息汇集到更高层级的机构手中。有学者指出，相比“审转”侧重于“纠错”和“规

则治理”功能，“上控”的逻辑出发点则是一种“政治治理”，其运行的目的更多旨在实 
 

■ 参见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3 页。

■ 参见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58 页。



中国刑事司法治理的传统范式及其现代意蕴 

35

现对地方吏治民情的监督与控制，以确保社会有序治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对“上

控”案件的处理，中央或高级官员也在向民众和下级官吏传递着统一的治理政策。

（三）治术：司法技艺的差异化调适

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其中一个显要的特征就是司法技艺

的差异化调适。所谓司法技艺，就是司法官吏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采用的一套技术规范。■

在个案的权衡上，官吏采取何种司法技艺，直接反映了其具备的政治智慧。■ 中国古代司

法官吏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术和多元的治理方法，由不同主体共同实现良法

善治。在国家层面，刑罚被视作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

工具。刑罚和治理之间具有动态关系，刑罚的轻重应当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

的治理需求相适应。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世轻世重”原则上，该原则倡导刑罚的实施

应当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罪而宜。

在地方治理层面，地方官也会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技艺。中国

传统治理的技艺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行政治理的方法占据主

导地位，司法治理是行政治理的有效补充。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奉行“行政兼理司法”

的权力结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当地的司法官员，职掌辖区的审判工作。在多数情

况下，基层政权就是“一人衙门”，只有行政长官这一名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由其兼掌

行政和司法工作。衙门内配有书吏、差役等人员，这些人员或多或少也参与司法案件的

处理，刑名幕友甚至还承担指导断案、集体合议、撰写判词等重要工作。在清代，县衙内

的书吏负责各自“房”所管辖范围内的法律争端和刑案的处理，包括为提起诉讼之人准

备状词并呈交知县、围绕纠纷或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填发传票和捕票、记录当事人的供

证、保管赃物、收缴罚金等。■ 但是这些主体不具有独立地位，无论在行政抑或司法活动

中都属于从属性和辅助性角色。因此，只有行政长官才享有司法权，有权审判案件、定罪

科刑。如果将目光转向中央，虽然中央政权体系中设有廷尉、刑部、大理寺等专门处理刑

事司法相关事务的机构，但这也不意味着在中央层面行政与司法是相分离的。这些部门

的设立并非将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只是国家为了控制刑罚尺度，遵行慎刑原则

的安排。■

在治理方法层面，古代的司法注重教化和调解，争取双方息讼止争。根据主体的不

同，调解可以分为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州县官府调解等多种形式，■ 刑事司法

的治理主要通过州县官府进行调解。官员面对狱讼之事，必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其

■ 参见于明：《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从中国传统司法的“上控”与“审转”切入》，载《法学家》2011 年

第 2 期，第 18 页。

■ 参见赵旭：《行政技艺抑或司法技艺：中英传统社会治理的比较》，载《法律史评论》2024 年第 3 期，第 250 页。

■ 参见徐忠明、杜金：《案件的政治学：大司寇薛允升的司法技艺》，载《学术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46 页。

■ 参见［美］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尤陈俊、赖俊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9 页。

■ 参见喻中：《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兼理行政”——我国“司法—行政”关系模式的变迁》，载《清华法学》

2012 年第 5 期，第 22 页。

■ 参见梁凤荣：《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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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不完全是一个客观消极的裁判者，而是扮演“家长”的角色积极介入纠纷、劝说调

停。裁断狱讼的官员同时也是治理一方的“父母官”，辖区内有争讼常常被认为有伤风

化，是官员未宣明教化的责任，故而调处息讼、化解纠纷是官员的第一要务，而非作出具

有强制约束力的判决。由于古代奉行纠问制的诉讼模式，裁判者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

和法外处置权，因此即便是刑事犯罪，如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亦有调解的空间。官员不仅

可以默许、放任当事人之间的“私和”，甚至鼓励和追求这种和解。■ 究其原因，主要也是

为了维系熟人社会中的邻里关系，维护基层的社会秩序。实际上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

蕴渊源于中国历史深远的礼法传统，而礼法传统植根于乡土中国的特性，即便是古代强

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只能采取折中式的“集权的简约治理”。■

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治理的另一大特征主要体现为国家与家族的“合作共治”。由

于国家版图庞大，政府权力难以全面深入基层实施管理，因此各个时期基层都存在自治

组织，在各自社会单元内通过礼制维护基本秩序。明清时期有“皇权不下县”之说，意

为国家权力止于州县，在县级以下不设置正式的政府机构。《大诰》还曾规定县官不许

下乡扰民。■ 由于国家缺乏在基层建立有效官僚系统的能力，因此一方面需要民间社会

自行承担大部分治理工作，乡里一级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宗族耆老、乡绅的自治，呈现出

“官—绅—民”三类主体间的互动；另一方面，由地方精英推举并得到县官任命的一些

“准官吏”在基层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职责也包含刑事案件的处理。比如明

代的里甲、耆老就获得了国家法律赋予的司法审判权，成为兼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初审

主体 ■。在明代，国家一度还为宗族耆老的调解设立了专门的场所，即朱元璋时期在各地

设立的申明亭和旌善亭。申明亭是通过树立反面典型、公开犯罪者罪行与悔过书的手段

警示社会。与此相对应，旌善亭的主要目的是“扬善”。申明亭辅以旌善亭的设立，是基

层治理技术差异化调适的重要标志。申明亭和旌善亭的设立契合了“明刑弼教”的传

统治理思维，为明清两朝统治者所重视，其社会治理的效果较为明显。根据《大清律例》

之规定，罪行轻微的罪犯及女性罪犯可以送交宗族，责成宗族管束训诫。由此可知，除了

司法裁判之外，古代宗族也具有类似如今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权。在清代乡治中，除了

国家正式的佐杂分防组织和宗族等民间自治组织之外，还有里甲、保甲、乡约、团练等半

正式的职役组织。■ 如何将权力覆盖并渗透进乡村等传统治理的薄弱区域，是中国古代

■ 参见武小凤：《不可回避的存在——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刑事和解》，载《政法论坛》2008 年第 3 期，第 44 页。

■ 参见向达：《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 期，第 92 页。

■ 朱元璋在《大诰》中命令道：“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

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参见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 1995 年

版，第 805 页。

■ 参见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66 页。

■ 参见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 2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23-733 页。

■ 参见陈仁鹏：《清代乡治组织的制度设计与实践困境——以半正式组织的嬗变为中心》，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4
期，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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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难点之一。在这方面，刑事司法领域多元共治的格局提升了国家治理的“基层渗

入”能力，有效维护了大一统国家的稳定结构。

四、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治理范式的现代意蕴

中国传统的治理方略被历代统治者所熟谙，内生于古代治理经验的逻辑和模式仍旧

对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相当的影响。如今的中国与古代中国所面临的治理难题有

诸多相似之处，传统的治理方案在很多方面仍然符合中国当下的基本国情，破解当代治

理困境的答案仍需从过往的治理经验中找寻。传统刑事司法治理方式是中华法系司法

文明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中国社会的“治理密码”，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套

有别于西方的治理范式，在依照现代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调适后，依然可以发挥

不可替代的功效。现代刑事诉讼的政策性机能赋予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在当代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运行在社会治理层面的目标涵盖了“政治安全防线稳固、矛盾纠纷

有效化解、违法犯罪有效遏制、灾害事故有效防范、社会心态理性平和、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平安和谐状态”■ 等。实现上述社会综合治理目标，需要从传统刑事司法治理中汲取

经验和智慧。

（一）调节刑罚实现犯罪治理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法律的基本性质原理，将法律视为国家社会的普遍规范尺度，认

识到法律制度作为国家的价值衡量与判断标准，能够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

规范、约束和激励。“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刑罚的世轻世重原则便是对这

一观念的经典总结。时至今日，刑罚的设置仍应当随世而异、随时而宜。法律如果与社

会实际情况相左，同基本国情社情相脱节，就会失去其合理性和公正性。

刑事司法治理的直接对象是犯罪行为。从狭义上理解，刑事司法的治理即是对犯罪

的治理。在微观层面，刑事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处理，运用“制

造服从”“压制越轨”等方式进行社会控制，重塑公民对规则的遵守，维系社会秩序。■

在宏观层面，鉴于犯罪对社会秩序、民众安全会造成严重危害，将犯罪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犯罪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

关系，刑罚的直接目的是控制犯罪，而犯罪和刑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的社会力量与

决定因素，■ 如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等，而刑罚又反作用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犯罪结

构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犯罪治理的方式应当与当下的社会形势相适应。除了作为整

■ 黄文艺：《“平安中国” 的政法哲学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4 期，第 27 页。

■ 《韩非子·心度》。

■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第 2 版），王修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62 页。

■ 参见江溯：《社会学视野下的刑罚：刑罚社会学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 2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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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犯罪治理之外，对于具体类型的犯罪的处理也关乎各个领域的治理，如在环境保护、

食药安全、知识产权等领域，我国司法机关时常通过发起专项整治、颁布专门司法解释、

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开展治理，这种司法层面的处理也必然会影响相关领域的治理。

在中国古代的刑事治理观中，礼是治理社会和建构秩序的规范，而刑罚作为“刀把

子”是国家掌握的“凶器”，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且应当尽可能减少重刑酷刑。

这种慎刑恤性、强调刑罚宽平的治国方略是儒家为政以德、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与当代

法律文明中刑罚公正与人道的原则是相通的。当前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轻微犯

罪在所有犯罪中的占比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轻微犯罪治理成为刑事司法治理的主要

面向。社会和犯罪结构的转变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也需要采取更多的

非刑罚措施或轻刑化措施解决犯罪问题、维持社会秩序。2018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

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之一。该制度承载着现

代司法的宽容精神，彰显出刑事诉讼的人文关怀，是古代刑罚宽平这一司法伦理的当代

映射。根据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 347 条第 2 款规定，认罪认罚中的“认罚”包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的

要求。这一规定与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追求犯罪之人认罪悔过的精神，以及“刑教兼施”

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只有犯罪者认识到自身的罪过并且悔过自新，才能实

质化解社会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定意

义上也是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延续。

（二）借助司法促进矫治教育

融情于法、寓教于刑是古代刑事司法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古代刑事司法中

大量出现的劝诫和说教，就是为了发挥司法在教化民众上的功能。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2 条的规定，“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刑事司法制

度就是通过惩治罪犯警示和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彰显社会正义，而案件的判决则向公众

传达了何为合法正当的行为方式，进而引导和塑造社会观念的形成，这本身就是教育的

过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些制度体现了教育的功能。例如，在管辖制度中，刑

事案件主要由犯罪地法院管辖，除了便于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取证和诉讼参与人参加庭

审外，通过审理案件在社区中进行犯罪一般预防、施以法治教育，也是重要原因。又如，

法庭依照公开审判原则吸纳民众旁听，可以通过案件审理对当地民众开展法治教育。实

际上，现代审判仍然保留了剧场化的特征，法庭依靠威严的仪式感化民众，使其主动尊

法守法，这也是法治教育的体现。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民众可以远程在线观看

庭审直播及回放，法治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得到了极大拓展。即便在未成年

人等不公开审判的案件中，法官也应遵循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积

极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除此之外，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检察听证

员等公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同样也承担着法治教育的功能。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采取

随机抽选、单位和个人推荐等方式选任数量庞大的公民参与司法决策、监督司法活动。

这些人员每次参与庭审、听证、作出裁判，进行宣誓和培训等活动都是一场场直接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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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法治教育课。这些制度有助于在公民当中传播法律知识，以点带面在全社会中形成

法治氛围。

在当前轻微犯罪多发的背景下，需要探索符合中国司法实际需求的轻微犯罪治理路

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刑事司法治理方略。一方面，轻微犯罪的扩张意味着单个犯罪的

社会危害性有所降低，司法的重心一定程度上应当从惩罚转移到矫正之上；而且轻微犯

罪案件比例的攀升使得个案办理的效率全面提升，司法机关客观上也能够将更多的司法

资源投入教育矫治、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上。为提升轻微犯罪治理效能，刑事诉

讼法应当扩大不起诉的范围，特别是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主体从未成年人拓展到成年

人。在这方面，地方已在醉驾等案件中探索出了“认罪认罚 + 公益服务”的不起诉模式，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自愿从事公益服务，经主管部门考核合

格，检察机关可以对其作出酌定不起诉处理。公益服务的内容包括接受交通规则法制教

育、参与交通卫生社区服务等。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基层治理中人力资源的不足，还有

助于培养犯罪嫌疑人的规则意识，实现有效的教育矫治，有必要进一步推广。另一方面，

轻微犯罪案件大量涌入刑事诉讼程序，使得犯罪的风险可能被忽视甚至难以识别。对此，

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逮捕社会危险性评估、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等刑事司法风险评估

机制，化解社会治理的风险点。在以上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例如，根

据 2019 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73 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被不起诉人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些措施就包含有浓厚的教育意涵。

中国古代判词是司法进行道德宣教的主要载体，是治民化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时

至今日，刑事司法的裁判结果仍然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反映和体现，在社会道德观、价值观

的塑造和引领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社会公众往往对刑事案件抱有更大的关

注度，多数社会热点案件都是由刑事司法程序处理，这凸显了刑事裁判在矫治教育方面

的重要性。刑事裁判通过价值评价提升法律认同，通过商谈对话提升社会认同，通过道

德论证提升情感认同，■ 在司法裁判与民众之间架起了桥梁，促进了教育功能的实现。为

了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系

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不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作解

读立法目的和把握法律原则的遵循和依据，还将其视为检验自由裁量权的标尺。这一举

措旨在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和引领等功能，是对优秀传

统司法治理方略的创新性发展。

（三）动员社会塑造共治格局

中国古代刑事司法的治理呈现出“共治”的格局，熟人社会中社区邻里的力量历

来为统治者所看重。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保甲制度，其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

单位。家族以及其他基层组织承担了犯罪预防、调查和处置等工作。在治理层面，如何

做到上令下达并且落到实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在此

■ 参见曹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判词的修辞功能及其发挥》，载《法学论坛》2025 年第 1 期，第 159-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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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挑战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些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区域，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比如中

国古代的“皇权不下乡”之说，指的就是县官的行政权力原则上不涉足乡村的治理。在

传统乡村社会中，政权和法律难以渗透，社会的秩序由宗族和礼制规范进行维系，呈现出

“无讼”和“长老政治”两大特征。■ 可以说，古代国家在基层治理上选择的策略是与宗

族耆老等主体“合作共治”。

当代中国的司法治理同样重视基层的作用，不仅通过发布政策文件、司法解释、指导

性案例等方式将刑事司法政策渗入地方和基层，还需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群众组

织的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了“依靠群众”原则，这项原则是贯穿

刑事诉讼始终的。从刑事侦查阶段侦查取证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

人民陪审员及人民监督员参与，到刑事执行阶段的社区群众参与，都是公民协同治理的

典型例证。特别是刑罚执行阶段的社区矫正工作，成为刑事司法协同治理模式新的发展

方向。根据 2019 年《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除了专职人员外，还有社会工

作者、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

力量的参与。除此之外，不起诉和缓刑的考验监管、强制措施和量刑的社会危险性调查

评估，都需要基层组织更广泛的参与，以及第三方社会机构的配合与支持。社区基层组

织参与的机制融合了传统社会中乡里自治的做法，这对帮助犯罪者早日回归社会、促进

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满足了现代刑事司法治理中社会化治理的需求。

在数字时代，传统社会形态发生变革，联结互通和权力分散化的网络社会已然形成。

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已经演变成社会治理的难点和痛点，“公私合作”

的治理模式亟待拓展至网络社会。在网络空间中，国家为增强“网络渗入能力”，应当与

网络平台协力合作，奉行“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个人”的逻辑，形成“共治”格局。在技

术权力框架下，网络平台不再是单纯的私主体，而具有公共属性。网络平台容纳数量庞

大的用户，提供虚拟公共空间，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甚至还能够对违法犯罪进行监测和调

查。由此，网络平台也应当在社会治理或者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

“全链条”犯罪控制方面承担相应义务，包括事前的监测、识别、预警，事中的阻断、干预，

以及事后的处置、配合调查等。

五、结 语

中华传统司法文明中包含丰富的治理理念和技术，在如何治理大规模国家这个问题

上已经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治理模式蕴含着对刑罚的性

质、刑事司法的功能、司法与人民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刻认识。这种治理方式内嵌于中华

民族文化精神之中，并在诸多方面塑造或影响了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提炼中国刑事司

法治理的内生逻辑，使之符合法治要求，是中国刑事司法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代

■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载《政治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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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体系应当发挥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治理优秀成果的强大理论解释力，赋予其实践

生命力。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刑事司法

制度同样必须立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坚实基础之上。

这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

我国通过吸收传统司法文明中的优良传统、实践成果，形成了一套内生于中国国家

治理经验模式的刑事司法治理方略。本文在中国刑事司法治理内生逻辑的基础上，提出

刑事司法治理的中国模式，进而探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治理模式如何适应当

下的国家治理需求，如何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非子有言“奉法

者强则国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只有重视法治，国家才会强盛，认识到法律

是治国安邦的基石，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力量。这些深刻的法理论述，历经千

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生命力。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judicial civilization embodies profound wisdom about 
governance, having established stable governance paradigms in the realm of criminal 
justice. Ancient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governance mainly solved three types of problems, 
nam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governing the people, and governing officials, which also 
constituted the object and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criminal 
justice emphasized centralized judicial control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reflected the judicial 
purpose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and education in governing the people, and established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strict probity and circumspect prudence in governing officials. 
The ancient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governance applied unique strategies: at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level, it manifested an ethical orientation of judicial essence; at the governing 
institutions level, it reflected a stratified configuration of judicial authority; and at the 
governing methodologies level, it pursued differentiated adaptation of judicial techniques.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ccumulated over millennia have demonstrated formidable 
responsiveness and mediation capabilities at the governance level.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role of adjus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leniency and severity in punishment 
within social governance, fully leverage judicial means to educate and rehabilitate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hile shaping a patter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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